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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难为稻粱谋
——— 《论语正义》 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

罗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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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依据清代学者书札、 日记等材料， 钩稽了学术名著 《论语正义》 的刊行过程， 肯定该书

刊于光绪初年而非同治五年之说， 且认为其延期梓行的主因并非 “但求精校”， 而是寻求刻书资金。 《论语

正义》 的刊行反映了清代下层士人的生活情形， 也体现了汉学家的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 而其丰富蕴涵还

有待于进一步认识、 阐释和发扬。
［关键词］ 《论语正义》 　 刘恭冕　 学者交游　 士人生活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８５８７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０９０ － １３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０１
［作者简介］ 罗检秋 （１９６２ － ），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ｌｌｕｏｊｑ＠ １６３􀆰 ｃｏｍ

①　 《咏史》 全文： “金粉东南十五州， 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 难道归来尽列侯？” 见 《龚自珍全集》 （王佩诤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 第 ４７１ 页。

②　 朱彬： 《刘端临行状》， 《游道堂集》 卷 ３， 同治七年刊本， 第 ２１ 页。

　 　 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 龚自珍写下耐人寻味的 《咏史》 诗， 其中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

稻粱谋” 一语尤受世人注目。①该诗大体记录了清代 “盛世” 光环下的士人生活， 反映出在文字

狱钳制下， 苟且偷安的士风。 不过， 清代士人治学情形不一， 许多人依旧守望学术家园， 不为或

者难为稻粱谋。 位处社会下层的宝应刘氏便是如此， 其 《论语正义》 的刊行更值得再加考辨和

认识。

一、 刘氏 《论语》 学的历程

从明末到清初， 宝应刘氏以理学传家， 乾隆年间转治汉学， 其中著名学者有刘台拱， 字端

临。 ２１ 岁举于乡， 留京授徒期间， 得识天下名流， 与高邮王念孙交往密切， 长女嫁阮元的养子

阮常生。 刘台拱以读书、 授徒为业， 多次会试下第， 大挑二等以教职用， 久任丹徒县训导。 他潜

心于 《三礼》 研究， 校勘经、 子书， 好签注经书， 撰著 《论语骈枝》 等。 “其考证名物， 研精义

理， 未尝离而二之。 传注有未确， 虽自古经师相传之训诂， 亦不为苟同， 于汉、 宋诸儒绝无依傍

门户之见。”②这些签注旁征博引， 多有己见， 甚至订正郑玄、 孔安国的注释。 嘉庆十年 （１８０５），
刘台拱逝世时， 所撰均为手稿。 阮常生奉父命赴宝应奔丧， “并取其遗书 《论语骈枝》、 《荀子补

注》、 《汉书拾遗》 几三卷”， 由台拱之弟刘台斗 （进士， 官工部营缮司主事） 及表弟朱彬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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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阮元审定付刊， 此即曾经刊行的 《端临先生遗书》。 后来， 刘台斗及台拱之子又补编其书。 至

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 台拱的长女从家藏书箧中发现补编稿本， “泣授恩海， 命付剞劂”， 于是，
刘台拱的外孙阮恩海重刊 《刘端临先生遗书》 八卷。① 显然， 这些经学手稿的辑印得益于阮元和

刘氏后人。
刘宝树、 刘宝楠发展了 《论语》 研究。 其父刘履恂与刘台拱为同祖兄弟， ４９ 岁才中江南乡

试举人， 博览经史， 著 《秋槎杂记》 内外篇， 考释儒经文字。 刘履恂的继室乔氏， 生于书香世

家， 严格督教宝楠、 宝树兄弟， 使之刻苦向学。 同时， 刘台拱 “居乡里， 不轻讲学”， 惟接见宝

楠及弟子苗某时， “辄娓娓不倦”②。 刘氏虽为旧族， 但学无名师， 主要是在家庭熏陶下潜心经

史。
刘宝树中举后， 多次会试落第。 嘉庆末年大挑二等， 任赣榆县儒学训导， 随后补五河县教

谕， 不久以疾归。 自其高曾祖以来， 刘氏藏书已有百余年， 各支分立后， “诸书亦随人迁徙”。
刘宝树 “贫未卖书。 又常自警曰： 祖遗者， 如是而已。 慎毋纵其朽蠹、 不加拂拭。 由是， 每年

六月， 有晒书之役”。 不幸， 某年首夏， 晒书失火， “万轴琳琅， 付之一烬”。 藏书多毁于火， 刘

宝树痛心疾首， “为文以悼之”③。 他一生默默无闻， 任教谕之余， 如同刘履恂、 刘台拱一样， 好

读书， 而不轻易著述。 其 《六十自寿》 云： “半生羁旅半生愁， 赢得漂零六十秋。 过眼鸡虫争得

失， 几家弓冶续箕裘。 怕吟 《感遇》 诗成谶， 若复求官老亦羞。 寄语吾家诸弟姪， 旅筵觞咏自

添筹。”④ 该诗概述了作者漂泊困顿的一生， 也寄望于弟侄们淡泊名利、 接续家学。 三年后， 刘

宝树自知不起， 自订 《娱景堂集》 手稿三卷， 卷上为 《经义说略》， 卷中为 “杂著”， 卷下为

“诗钞”。 《经义说略》 涉及 《五经》 及 《论语》、 《孟子》， 语多精粹。 刘文淇说： 宝树生前 “绝
口不谈经学； 身没之后， 余得读君遗集， 乃知其于经史之学至为深邃”。 “说经之文， 不主故常，
要能实事求是。”⑤ 刘宝树不以经学名， 遗稿也是由刘宝楠整理刊行。

嘉庆末年， 刘宝楠在扬州设馆， 与仪征刘文淇为至交好友， 人称 “扬州二刘”， 同时被选为

优贡生。 后来刘宝楠中举人， 并于道光二十年成进士， 时年已 ５０ 岁。 随后授直隶文安知县， 后

又调元氏县。 在任期间， 询知民间疾苦， 赈济灾民， 勤勉清廉， 被称为 “循吏”， 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 病卒于三河知县任。 他于经学初治毛氏 《诗》、 郑氏 《礼》， 嘉道之际专于疏释 《论
语》， 说经兼采汉宋， 而不乏经世关怀。 晚年入仕而不废学， 但因簿书繁琐， 《论语正义》 为未

完之作。 一般认为， 刘宝楠注疏了 《论语》 前 １４ 篇共 １７ 卷， 后 ６ 篇及 《论语序》 共 ７ 卷由其

次子刘恭冕续补， 并修订全书。 刘恭冕说： 其祖刘履恂的 《秋槎杂记》， 叔祖刘台拱的 《论语骈

枝》、 《经传小记》， 伯父刘宝树的 《经义说略》 的相关见解都已融入 《论语正义》 中。⑥

刘宝楠重视刻书， 作县令时曾致函朋友： “春海先生 《尚友录》， 弟未见用， 和诗已寄京否？
竹云诗已刻未？ 吾郡文学王广陵在北宋乃卓然大家， 乡人竟未有刻其集以传之者， 阁下当力任

之。”⑦ 他著述丰富， 而生前刊行者仅有 《释谷》 ４ 卷以及所编 《清芬集》 １０ 卷。 自著诗文 《念
楼集》、 考释经史的 《愈愚录》、 《汉石例》、 《宝应图经》 等都没有刊版， 仅以稿本、 钞本流传。
有的至光绪年间已有刻本， 《念楼集》 则直到当代才有刊本。 同光之际， 有学者感慨 “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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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每以未睹其著作为憾”①。 刘氏以学术传家， 而官职不过县令、 教谕， 且清廉自律。 清中期，
县令年俸多者 ６０ 两， 少者 ４５ 两。 为了维持生计， 清廷允许州、 县官从地方征收的溢额 （附加

费） 中取支 “养廉银”， 主要用于办公开支、 胥吏的工食银及幕友的薪酬， 但大多数知县的养廉

银每年在 ５００ 两到 １２００ 两之间。 “一个州县官的全部薪水几乎不够给幕友付酬”②。 教谕、 训导

为正、 从八品， 俸银仅 ４０ 两，③ 且无 “养廉银”， 不可能像封疆大吏那样刊行个人著述。 事实

上， 举人以下的士子几乎都只能以设馆授徒、 作幕宾或校书谋生。
刘恭冕 （１８２４—１８８３）， 字叔俛， 幼时受学于父， １７ 岁随父游宦， 锐志读书， 聆听教诲， 陈

质经义， 不与闻政事， 渐通小学和经学。 刘宝楠卒后， 《论语正义》 遗稿未完。 刘文淇致书恭冕

云： “淇现为岑氏校刻 《舆地纪胜》 及朱武曹先生 《礼记训纂》， 均约于春夏间可以竣事。 终日

碌碌， 未遑自理旧业。 每念英俊勤于编集， 深为健羡。 《论语疏证》， 尊甫已有长编， 足下能继

述盛业， 不使高邮父子专美于前， 是所望也。”④ 高邮王氏为三代名宦， 所著四部考证著作均在

生前刊版， 也令士人钦慕不已。 在父执的鼓励下， 刘恭冕继续研究 《论语》。
咸丰六年， 刘恭冕入安徽学政朱兰幕， 承校李贻德的 《春秋贾服注辑述》 稿本。 除校正文

字外， 还为该书 “移补百数十事”， 令朱兰叹服。 其时， 刘恭冕与刘文淇的独子刘毓崧切磋论

学。 恭冕致书云： “弟比以天热， 校书所好轩， 修篁翳日， 颇娱清览。 每得一疑谊， 深苦识人不

多， 无从质难， 今略具数事， 为足下陈之。”⑤ 恭冕提出请益的问题涉及 《诗经》 文字和对焦循

解释的质疑。 刘毓崧能传父学， 专研 《左传》 而旁及诸子。 “精于勘校， 友人所述作或刊刻， 多

质君乃定”。 “与朋友交， 劝善惩过， 终始不渝”。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刘毓崧卒后， 刘恭冕为撰墓

志云： “恭冕与君世交垂四十年， 平生所敬事如君者， 曾不数人， 而君今遽殁， 悲夫！”⑥ 其深厚

友谊于此可见。
至同治五年， 刘恭冕已基本续完 《论语正义》， 并注疏了 《论语序》， 修订全书。 他于是年

三月撰成 《后叙》， 并请父执陈立作序， 同年冬又请冯志沂题签，⑦ 下一步就是刊印行世了。 同

年三月， 朱兰离学政任， 迁内阁学士， 不久即归田。 刘恭冕一时无所归依， 谋职无门。 恰在此

时， 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 继 《船山遗书》 之后续刊经史书籍。 据张文虎日记， 同治五年十一

月底， 由 “朱久香 （兰） 学使荐刘叔俯入书局”⑧。 刘恭冕与已在书局的张文虎、 刘毓松及随后

入局的戴望等人分校经、 史书， 他承校 《后汉书》。
曾国藩开府江宁， 宗宋学而兼采汉学， 幕中吴廷栋、 何慎修、 涂宗瀛、 杨德亨、 方宗诚、 陈

艾等人宗宋学， 而校书者张文虎、 唐仁寿、 戴望、 刘恭冕、 刘寿曾等人则治汉学， “所主既绝

殊， 交攻互讥， 犹凿枘之不入”⑨。 校刊经史是曾国藩重建儒学的举措。 书局规模不过六七人，
却时常得其垂顾。 久在曾幕的朱孔彰 （朱骏声之子） “落花碧草冶城东” 诗注云： “公移书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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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城山， 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 政暇则肩舆经过， 谈论移时而去。”① 曾氏的幕府和书局也大体

成为江宁汉宋并存的象征。
校书者虽有学问， 却是科场失意之士， 功名多不过诸生。 当时， 科举之途对芸芸士子依然是

狭窄而残酷的。 刘恭冕最初与书局之外的张慎卿同住。 同治六年秋闱时， 张氏告诉张文虎等人，
“头场病死试士数人， 有一人以铜笔杳刺心而死， 一人以刀剖腹死”②。 这则传闻未必完全属实，
却不是空穴来风。 科举对贫寒士子的压力在 《儒林外史》 等作品中已有淋漓尽致的记录。 对于

失意诸生， 能入局校书不失为谋生良机。 当时， 江宁饱经太平天国兴亡的战火， 满目疮痍， 也透

露出凄凉和阴森。 江宁的老名士汪士铎在劫后惊魂未定， 曾告诉刘恭冕等人， 在金陵书局的旧屋

里， “有人在楼上遇缢鬼几死”。 但张文虎说， 自己 “居此屋二年余， 未尝有鬼魅之说， 恐属附

会”③。 张文虎可以不信， 而这些远离家乡的寒士仍不免忐忑不安。 幸亏在曾国藩的关照下， 金

陵书局于同治六年三月迁入飞霞阁新屋， 校书之事也顺利开展起来。
在书局数年， 刘恭冕长期与戴望同屋而住， 成为忘年学友。 戴望 （１８３７—１８７３）， 字子高，

德清诸生， 是曾氏得意门生俞樾的表侄。 “少即不乐仕进， 稍长， 目微眚， 性僻， 益与世忤”。
曾从宋翔凤治今文经学， 援今文经学作 《论语注》， “用宋先生及刘申受礼部说为多”④。 他认同

魏源等今文家通经致用的路向， 曾致书朋友云： “征诸古训， 求之微言， 贯经术、 政事、 文章于

一， 则救世弊而维圣道者将在于此。”⑤ 这已表明其治学心志。 戴望宗汉学， 而反对汉宋调和。
“性倨傲， 门户之见持之甚力， 论学有不合家法者， 必反复辩难而后已， 人故忌之。”⑥ 后来刘师

培云： 湘军克复金陵后， “公卿咸慕儒术者， 多伪托宋学以投时尚、 博声誉。 先生壮罹兵阨， 客

游江南， 其所讲肆， 多与世违。 一时卿士大夫虽跻先生雅才之右， 及论学辄牾龉不相合， 而先生

特立独行， 竟以此不克申其志”⑦。 同治十一年二月， 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 金陵书局步履维

艰。 虽然曾、 戴二人学术倾向不同、 地位悬殊， 但戴望此时如失林之鸟， 致书张星鉴云： “因曾

文正公之变， 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 中心郁悼， 心火上炎， 遂患喉病。 频年境遇奇窘， 又加以悼

逝伤离， 令人不堪回首， 此多病之所由来……此间自曾侯薨逝， 不堪依恋， 将舍此他去， 而资斧

告匮， 无以为计， 不得已且作桑下之宿， 然终非久策。”⑧ 戴望还未来得及离开， 便于同治十二

年二月病卒于书局， 年仅 ３７ 岁。
刘恭冕在书局的另一好友是刘寿曾， 字恭甫， 刘毓崧之子。 刘寿曾于同治、 光绪间两中副榜

举人。 同治初年， 刘毓崧即已入书局校书， 为曾国藩器重， 不幸于同治六年八月病卒。 是年十二

月， 刘寿曾受曾国藩之招， 入书局继续校书， “所校者多官书”。 此外， 又曾修 《江都县志》， 与

汪士铎等纂修 《江宁府志》。⑨ 他 “旁搜博览， 见闻日扩”， “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 但 《左
传》 疏仍未撰成， 且于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 七月溘然而逝， 年仅 ４５ 岁，􀃊􀁉􀁒 留下 《传雅堂集》 等手

稿。
那些年， 刘恭冕不像张文虎、 戴望那样长住书局， 多在农历腊月回宝应， 正月以后才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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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孔彰： 《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 光绪十三年初刊、 １９３５ 年朱师辙补刊本， 第 ４１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六年八月十三日）， 第 １００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 １１３ 页。
谭献： 《亡友传》， 《谭献集》 上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５２ 页。
戴望： 《戴望致张星鉴》，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９３２ 页。
张星鉴： 《戴子高传》， 《仰萧楼文集》， 光绪六年刊本， 第 ７４ 页。
刘师培： 《戴望传》， 《谪麐堂遗集》 卷前， 宣统三年刊本， 第 ３ 页。
戴望： 《戴望致张星鉴》，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９３３ 页。
汪士铎： 《墓志铭》， 刘寿曾著 《传雅堂集》 卷前， １９３７ 年铅印本， 第 ２ 页。
刘恭冕： 《刘君恭甫家传》， 缪荃孙编 《续碑传集》 卷 ７５，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初编第 ９９ 辑， 第 ９８９ 册，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第 ９ 页。



对于书局及江宁士大夫的茶话、 雅集， 刘恭冕也不像戴望、 刘寿曾那样频繁出席。 但对曾国藩的

“招饮”， 刘恭冕几乎没有缺席。 他较之戴望、 刘寿曾的幸运之处或许是择机离开了书局。 同治

六年， 李鸿章转任湖广总督， 但仍在军营 “剿捻”。 同治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 张之洞任湖北

学政， 倡兴文教， 在文昌书院之上创设经心书院， 仿杭州诂经精舍， 以经学造士。 刘恭冕应李鸿

章之请， 于同治末年主讲经心书院， 专课经训， 以朴实学风训导诸生。

二、 《论语正义》 的刊行时间

１９３３ 年， 刘恭冕的侄孙刘文兴提到 《论语正义》 的早期版本： 恭冕于 “同治丙寅告成， 适

应曾文正聘， 校书金陵， 遂以付刊， 后取板置于家， 孙某售之金陵书估。 先是， 王先谦刻 《皇
清经解续编》 亦曾列入， 故是书有二刻。 又案： 此书另有黄冈范氏重刻本， 世不经见， 孟徵先

伯亦未言及， 去岁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藤塚素轩先生来华， 过访相告， 始获知之”①。
不过， 刘文兴的说法仍待辨析。 《皇清经解续编》 始刻于光绪十二年， 十四年刻竣， 其中

《论语正义》 并非初刻本。 黄冈范氏本也是在初刻本之后， 据范氏跋云： 刘恭冕主讲经心书院

时， 范华封 “得交其嗣君子芳， 悉先生之学。 读所著 《广经室文钞》， 已非近世俳优轧苗之比。
《正义》 一书， 同志尤争购之。 原板为先生携归， 华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赠者， 畀之梓民， 用广其

传焉”②。 可见， 范氏刻本是在学者争购 《论语正义》 后重刊， 而该书原板已为恭冕携归。
刘文兴说同治五年 （丙寅） 该书已经 “付刊”。 而且， 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地藏有 “同治丙寅

冬代州冯志沂署检” 的 《论语正义》 刊本。 刘恭冕撰于同治五年三月的 《论语正义》 “后叙”
云： 该书到同治四年 “之秋而后写定， 述其义例， 列于卷首。 继自今但求精校， 或更得未见书

读之， 冀少有裨益”③。 显然， 该书 “写定” 之后， 并没有立即刊行。
对此， 台湾学者陈鸿森曾以陈立 《论语正义序》、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 陈澧 《复刘叔俛

书》、 刘恭冕 《刘君恭甫家传》 等文献为据， 认为刘恭冕在同治五年春撰成该书 《后叙》 后并未

随即付印， 仍续为搜讨。 陈立卒于同治八年十二月， 其序文说明 《论语正义》 彼时尚未刊版。
陈澧 《复刘叔俛书》 也可见刘恭冕在同治年间仍在搜集最新成果。 这些旁证了当时该书尚未刊

印。 且刘恭冕撰写 《刘君恭甫家传》 时云： “先君子所作疏已及大半， 授冕续成之， 光绪初梓

行。”④ 故陈鸿森认为， 其刊行 “实在光绪之初。 此为当日相约著书诸君， 最先梓行者”⑤。
但陈鸿森的考证似乎未被研究者接受， 其后一些出版物仍沿袭同治五年已有刻本。⑥ 《续修

四库全书》 影印南京图书馆藏 《论语正义》 仍标明 “清同治” 刻本。⑦ 近年的博士、 硕士论文

中， 沿用旧说者不一而足， 故对此有必要再加申述。 如前所述， 刘恭冕的 《刘君恭甫家传》 已

提到 “光绪初梓行” 《论语正义》。 如果作者回忆有误， 则近年笔者所见其他材料也清楚地说明：
《论语正义》 印行于光绪初年而非同治年间。 最新出版的田家英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收录了刘恭冕致刘寿曾的六通书札， 其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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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兴： 《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 下册， 第 ７３５ 页。
刘文兴： 《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 《扬州学派年谱合刊》 下册， 第 ７３７ 页。
刘恭冕： 《后叙》， 《论语正义》， 《诸子集成》 （１）， 上海书店影印本， １９８６ 年， 第 ４３５ 页。
刘恭冕： 《刘君恭甫家传》， 缪荃孙编 《续碑传集》 卷 ７５，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初编第 ９９ 辑， 第 ９８９ 册，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第 １０ 页。
陈鸿森： 《刘氏 〈论语正义〉 成书考》，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６５ 本第 ３ 分， 第 ５０６ 页，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０ 年以后， 中华书局版 《论语正义》 （高流水点校） 一再印刷， 流播很广， 仍沿袭 “清同治五年的初刻

本” 一说。
见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 １５６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论语疏》 未刻十一卷现已陆续谋付刊， 计明岁当可毕工。 从前奉赠数卷中有冕所评

《论语》， 乞即钞寄， 将来仍须剜改， 或抽换数叶方好。 《春秋大义》 凡例三则呈教……郭中

丞俟新抚接印即南归， 刘鹭汀先生亦欲归去， 此间讲学之友无一人， 只门下聪俊者尚可与

言， 冕劝其分经史习之， 未知将来能有成就与否？ 陈卓人先生 《白虎通》 何时可刻竟？ 其

遗稿曾付刊否？ 前所作 《论语疏序》 尾仍需增数语， 文气方足， 特另写一通， 望阅后即交

子绶兄， 刻文时可照此本也……①

其三云：
八月间舍亲吴大琴轩回南京， 属其带呈一信并 《论疏》 十二部托存书局代售， 此信想

早得达……此间明岁拟续纂通志 （中丞昭勇决只， 制军意不知若何）， 闻当事亦欲延吾兄分

任斯事， 到时当有书奉邀， 弟及张联翁皆与此役也……有便人来楚， 乞将 《何休训》 板寄

来。 《毛诗》、 子高 《论语注》 刷价若干及 《梅村先生集》 价若干？ 统望示知， 此间索此颇

众。②

不难发现， 刘恭冕的两封信写于经心书院授徒期间。 前者提到托刘寿曾转交修改后的陈立

《论语疏序》， 后者托人带 １２ 部已刻成的 《论疏》 （ 《论语正义》） 寄存在 （金陵） 书局。 可见，
该书在同治八年陈立逝世后， 尚余 １１ 卷未刻， 而在刘寿曾逝世之前已印行。

此外， 孙诒让的刘寿曾墓表也明确提到： “同治中， 诒让侍亲江宁， 始得识恭甫。 於时， 大

江南北方闻之士总萃於是， 宝应刘君叔俛方继成其父楚桢先生 《论语正义》， 甘泉梅君延祖治

《榖梁》 亦为 《义疏》， 而恭甫治 《左氏》 为尤精……曾不数年， 踪迹四散。 诒让既南归， 叔俛

主讲鄂中， 其书甫刻成而卒。”③ 所谓 “甫刻成而卒” 当是光绪初年， 而至迟不会在光绪五年之

后。 光绪初年， 刘恭冕就职湖北， 逗留江宁的时间不多。 孙诒让也不常住江宁， 朋友们 “踪迹

四散”。 孙诒让没有及时读到此书， 印象中就成为 “甫刻成而卒” 了。 孙诒让所撰刘寿曾墓表虽

不完全准确 （如刘寿曾、 刘恭冕辞世次序）， 但关于 《论语正义》 印行于光绪初年的说法应无疑

义。 然而， 该书刊行时， 刘恭冕保留了 “同治丙寅冬代州冯志沂署检” 的题签， 以至后来一些

人视为同治刊本。

三、 “但求精校” 的限度

清人刻书周期不一， 阮元的 《皇清经解》、 王先谦的 《皇清经解续编》 工程浩大， 都不过数

年刊成。 有些篇幅不大的个人著述很快便可刻竣， 如乾隆年间， 内阁中书赵怀玉曾写信给桂馥：
“送刻拙诗， 望即付梓， 其款式并乞裁定。 第一以速为贵， 缘望日即有人南归也。”④ 显然， 旬日

之间赶刻诗集并不难。 刊印学术著作稍慢， 但像 《论语正义》 那样拖延十余年印行仍属事出有

因。
其原因自然不排除寻求精校。 刘恭冕与戴望、 俞樾都治汉学， 学术观点不尽相同， 但 《论

语正义》 既引用俞樾的 《群经平议》 （初刊于同治六年）、 《诸子平议》 （刊于同治九年）， 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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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二通）， 陈烈主编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人民文

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８０３—８０５ 页。 案， 编者将此信排在刘恭冕六通书札之首， 从内容来看， 此信当排在

第二。 因排在第二者提到 “陈卓人先生 《论语疏序》 尚未脱稿， 请便中催之” （见同书第 ８０６ 页）， 可见写

该信时陈立 （字卓人， 卒于同治八年） 仍在世， 应按时间排列第一。 书札次序皆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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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 《刘恭甫墓表》， 《籀廎述林》 卷 ９， １９１６ 年刊本， 第 １０—１１ 页。
赵怀玉： 《赵怀玉致桂馥》，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上）， 第 ２９６ 页。



用了戴望的 《论语注》 （刊于同治十年）。 该书前十七卷所引俞、 戴二人的考释约有 ２０ 余条，①

后七卷也引用了俞、 戴之书若干条。 这说明， 刘恭冕 “但求精校” 一说并非毫无依据。 不过，
对此因素也不能夸大。 从作者学术交往来看， 其 “求精校” 的程度相当有限。

张文虎是金陵书局的老人， 治汉学， 精于校书。 刘恭冕、 戴望同时与之相识， 交谊不相上

下。 同治五年底， 刘、 戴入书局后， 刘即回宝应过年。 戴望则与张文虎、 李善兰、 唐仁寿一起度

岁， 并将所撰 《管子校正》 手稿请张文虎指正。 同治六年十一月， 戴望又以所撰 《论语注》 书

稿向张氏请教。 张文虎对戴著并不完全赞同， 认为 《论语注》 “多用 《公羊春秋传》 说， 傅合处

多矫强”②。 但戴望显然倚重张文虎。 两年之后， 张氏又记云： “自入冬来， 戴子高以所辑 《管
子校正》 属复校， 然昼间校局中所刊书， 不能兼及， 只于灯下校阅， 随笔记录， 又得百余条，
至此毕事。”③ 刘恭冕对张文虎也是尊重的， 如同治六年八月， 赠所校李贻德的 《春秋贾服注辑

述》。 张氏日记认为， 该书 “搜采颇博， 辨证亦平允， 末附诗词二卷”④。 翌年， 刘恭冕又赠送

已刊父著 《释谷》。 张氏认为该书 “征引稍广， 然拟似处不能确凿言之， 注 《雅》 诚未易也”⑤。
而刘氏 《论语正义》 书稿始终没有请张文虎校阅。

戴望与刘恭冕的学术见解不同。 戴望曾云： “叔俛兄经学虽有所得， 唯惜其汉宋杂糅， 与

苏、 常诸老派别实异， 求如洵美、 泳之之谨守家法， 自二三君子外， 不可多得也。”⑥ 刘恭冕也

不完全认同戴望的今文学路向， 但对这位朋友还是相当重视的， 且关心戴望遗著的出版。 刘氏

《何休注训论语述》 除了多引刘逢禄、 宋翔凤等人见解外， 也直接引用了戴氏 《论语注》， 如

“戴望注云： ‘ 《传》 曰： 《春秋》 系辞而不杀者， 正也’”⑦。 戴望卒后， 其家人也将一些藏书赠

予恭冕等人。 此外， 刘恭冕的论学之友主要是俞樾、 孙诒让。
同治六年五月， 曾国藩在江宁宴请俞樾、 莫友芝、 李善兰及书局的张文虎、 刘毓崧、 刘恭

冕、 唐仁寿等 １３ 人，⑧ 这可能是俞樾、 刘恭冕初识。 俞樾是曾国藩器重的经学大家， 名重士林。
其后， 刘、 俞书疏往来。 刘恭冕在较早时间读到俞著 《群经平议》、 《诸子平议》， 并在 《论语正

义》 中有所引用。 俞樾也读了 《论语正义》 的部分刻稿， 曾于同治九年致书刘恭冕： “去岁承示

《论语正义》 一卷， 受而读之， 视邢 《疏》 详备， 视皇 《疏》 谨严， 真不朽之盛事矣。 惟说

‘萧墙’ 一事， 引方氏观旭之说， 与鄙见未惬。”⑨ 事实上， 俞樾仅校阅该书的极少篇章。
刘恭冕、 孙诒让为忘年交， 《论语正义》 对汲取孙氏见解更为谨慎。 孙诒让于同治六年中本

省乡试举人。 同治七年十一月， 孙诒让应两江总督马新贻之请至江宁任道员， 其后诒让侍父于江

宁， 与书局学者多有交往。 孙氏后人孙延钊所撰 《年谱》 于同治九年条载：
诒让以南昌府本汉熹平 《石经论语》 碑末残字， 校 《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章》审定

“盖肆乎” 即 “盍彻乎” 之异文……举告刘叔俛， 叔俛深以为然。 盖宋元以来考释石经者，
于此咸莫能详， 叔俛遂疑其为逸文， 非也……诒让读 《论语正义》 毕， 凡为札记数十条。
宝应刘宝楠撰 《论语正义》， 未成而殁， 其子叔俛恭冕补成之， 以刻本见寄， 并属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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诒让为举证二十余事， 质之叔俛。 此后续有发现， 积有札记五、 六十条之多。①

但 《年谱》 此处所载似不准确。 孙诒让在同治九年所读 《论语正义》 并非全书， 其 “举证

二十余事” 也可能晚于同治九年。 现存孙诒让致刘恭冕信云：
昨日下稷辱惠顾， 敬聆绪论， 以前举质 “哀公问有若章” 汉石经异文， 猥荷不弃刍荛，

以为致确， 仰见虚衷下问之盛， 曷任钦佩。 迩来校读尊疏， 又得剩义数事， 谨再质之执事，
未敢自以为是也……此皆琐屑义证， 并附陈之以备财择。 尊疏体大精思， 远轶皇、 邢。 匆遽

未遑尽读， 俟更研绎， 傥有所窥， 当续录奉质也。 惟鉴不宜。②

上文省略处为孙诒让所列 ８ 条考释 《论语正义》 的意见。 这是现存刘、 孙唯一谈及 《论语

正义》 的书札。 从中可见， 孙诒让校正 《论语正义》 不止一次。 当诒让发现 《石经论语》 “有
若章” 异文之后， 曾写信告诉恭冕。 恭冕以为然， 并在其后 “惠顾” 晚辈学者孙诒让， 然后孙

氏提出了 ８ 条意见。
关于刘、 孙会晤的时间， 据孙氏 《年谱》 载： 同治七年冬， 诒让侍父江宁， 得识在金陵书

局的张文虎、 戴望、 刘毓崧、 刘恭冕、 唐仁寿诸先生。③ 事实上， 孙诒让得识诸先生并非都在其

父刚履任的同治七年冬， 刘恭冕、 孙诒让晤面时间可能比较晚。 同治九年二月， 孙诒让再来江

宁。 是年十二月及其后孙衣言在江宁邀请同人的多次雅集 （孙诒让多与会）， 均不见刘恭冕参

与。 为了与前辈学者刘恭冕交流学术， 孙诒让曾写信举告 “哀公问有若章” 的意见。 至同治十

一年， 孙诒让又以所撰 《商周金识拾遗》 初稿向刘恭冕请益， 恭冕于是年十月为撰跋文， 对其

古文字考释给予高度评价。④

大约同治十二年， 刘恭冕 “惠顾” 了晚辈学者孙诒让， 并且以 《论语正义》 部分刻本请孙

诒让指正。 孙诒让还从刘恭冕那里 “手录一副” 刘宝楠读乾嘉诸儒 《大戴礼记》 校本的札记手

稿。⑤ 故孙诒让后来说 “同治癸酉， 侍先太仆君在江宁……时相过从， 商榷经义， 偶出 《大戴》
校本示余， 手录归之……今者甄录诸家旧校， 亦以答刘君相示之意”⑥。 此后， 孙诒让写下了

《与刘叔俛论论语义书》， 且私下认为 “楚桢先生 《论语疏》， 于古训亦详备， 然援引似无限

断”⑦。 其后， 孙诒让又提出了一些质疑。 除考证文字之外， 他对刘宝楠所引何休、 刘逢禄之说

不乏异议。 比如： 《论语正义》 卷八注解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云： “刘氏逢禄 《述何

篇》， 此因上章而类记之”。 孙诒让认为， “ 《述何》 义凿可删”⑧。 类似看法在他篇也有。 不过，
汲取今文家、 宋学家的注解是 《论语正义》 的特色之一， 刘恭冕的 《论语正义补》 相沿未变。
孙诒让对刘氏父子的 《论语》 研究陆续予以质疑、 商榷， 总计达数十条， 而被采纳者不多， 主

因是刘恭冕格于观点和体例而不愿更改父著， 故刘文兴说：
案， 此孙仲容商榷之书。 是时 《正义》 已定稿， 不独前十七卷未用其说， 即后七卷为

叔俛公所述， 于 “朱紫” 之辨， 亦止采江说也。 又向于故纸中得叔俛伯祖所著 《论语正义

补》 一卷， 前有王蒿隐颂蔚先生 《序》， 所述 “德不孤， 必有邻”， 即取仲容书中之说， 然

“传不习乎”， “传” 读 “专”， “德不孤， 必有邻”， “邻” 训 “报”， 则皆楚桢公所已采，
而又自以为 “不敢定于一是者” ……叔俛伯祖 《凡例》 亦言 “说义二三， 于义得合， 悉为

录之， 以正向来墨守之失”， 是公父子书例如是， 非以创解为定论。 及作 《补编》， 自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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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而不以入 《正义》， 盖始终不以己意杂入也……又以见叔俛伯祖编辑之慎， 不苟同也。①

总之， 《论语正义》 在刻印过程中， 吸取了俞樾、 戴望等已刊新著的见解， 对已刻部分有

“剜改”， 甚至 “抽换数叶” 的情形。 但总共汲取他人的意见不多， 且文字简练。 对孙诒让的意

见， 《论语正义》 基本未予汲取， 而刘恭冕自著 《论语正义补》 收入了若干条。 因此， 刘恭冕因

寻求精校而推迟刊印的意图并不明显， 更重要的或许是因客观困难而拖延下来。

四、 刊印途径和资金

事实上， 同治五年 （１８６６） 以后， 刘恭冕一方面力求精校， 搜求遗漏书籍； 另一方面则在

寻找刻书经费。 笔者认为， 主要因为后者， 该书拖延多年才全部刊出。
刘文兴说， 刘恭冕 “应曾文正聘， 校书金陵， 遂以付刊， 后取板置于家， 孙某售之金陵书

估”。② 据此， 该书似乎列入了金陵书局的刻书计划， 但未能实行。 刘文兴此说只是笼统之词，
还有待辨析。 刘恭冕的从弟刘岳云说： 恭冕 “与人交， 一以诚， 未尝脂韦圜转， 虽间为宵人所

卖， 处之泊然， 繄古之经师， 德与学称者也”。③ 这番评论或许也包括 《论语正义》 梓行之事。
不过， 以金陵书局情况及刘恭冕的地位而论， 书局恐怕不会有刊印此书的计划。

曾国藩自咸丰末年被授钦差大臣、 总督两江， 而驻江宁时间不长。 同治元年， 曾国藩、 曾国

荃兄弟已在安庆着手刊刻 《船山遗书》， 张文虎、 刘毓松等分任校雠， 于四年十月刻竣。 同治四

年五月， 曾国藩已离两江总督任， 奉旨北上 “剿捻”， 李鸿章继任。 同治六年二月， 曾国藩再督

两江， 亲定书局章程， 一年后又调任直隶总督。 曾国藩主张既刊印经史名著， 又兼刻清代汉学家

的著述。 同治六年， 他提出将王念孙的 《读书杂志》、 钱大昭的 《两汉书辨疑》 考证前后 《汉
书》 的条目附刊， 还主张以聚珍版刊印顾炎武的 《肇域志》。④ 这一计划得到刘恭冕的支持， ４
个月之后， 汪士铎拟定了 《校编 〈肇域志〉 条例》。 张文虎认为， 此事盖恭冕之意， 然戴望 “殊
不愿也”⑤。 鉴于刊印正史已有进展， 曾国藩于同治八年七月又致信书局， “命校刊王石臞 《读
书杂志》”⑥。 曾国藩推重的是王夫之、 顾炎武、 王念孙等名家著述。

继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于同治七年九月履任。 此时， 张文虎、 刘恭冕、 刘寿曾等人已基本校完

前四史， 于是年十月去拜见新任总督。 马新贻对刊印清人著述兴趣不大。 张文虎日记云： “制军

欲令刻廿四史， 其意甚好， 然工程太巨， 且非三四年所能集也。”⑦尽管校书者看法不同， 但金陵

书局于次年完全改为官办， 重刻二十四史的工程随之蓬勃开展， 实际上由金陵、 湖北、 苏州、 浙

江等官书局合刊。 俞樾在浙江收到马新贻寄赠的 《汉书》 后， 特致信云： “刻史之举， 金陵书局

直任至 《隋书》 而止……计 《旧唐书》 以下， 尚余九种， 雨生中丞允刻 《辽》、 《金》、 《明史》，
则又去其三矣。 见在与筱翁议定， 浙江刻新、 旧 《唐书》 及 《宋史》， 而以薛、 欧 《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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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等清人著述， 没有顾炎武的 《肇域志》， 可见该书未刊行。 该 “目录” 罗列较详， 但文字有误， 如

《史姓韵编》 作者显然是汪辉祖， 而非 “汪祖”； 《浪语集》 作者薛季宣是南宋人， 而非清朝人。 见其 《晚
清官书局述论稿》，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４８—１５１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七年十月二日）， 第 １５６—１５７ 页。



及 《元史》 请合肥相国于湖北刻之， 三四年间， 全史可毕工， 伟然大观矣！”① 直到同治九年马

新贻被张汶祥刺杀于总督任， 这项工程一直在紧张进行。 金陵书局如此繁忙， 刊刻个人新著显然

不易。 《论语正义》 没能列入书局计划也就不奇怪了。
刘恭冕及朋友的书信多次提到寄 《论语正义》 至金陵书局。 光绪初年， 程秉钊在江西书局

任职， 主修 《江西通志》， 曾写信给金陵书局的刘寿曾： “戴君集因刻 《邹叔绩遗书》 （邹氏于

学无所不通， 湘中奇士也）， 久未印刷， 邹书因志事旁午， 仅刊及半， 其余无暇校刊， 遂至停工

……十月中得令弟及叔俛先生书， 知有见寄 《论语正义》 在尊处， 此书恐信局邮寄不便。 当先

修函答谢， 再从 叔假观， 亦可先睹为快， 似可遇便再求转寄耳。” “此后故书秘籍俱可广为搜

刻， 以彰同文之盛， 不似江右书局以惜费停刊， 仅作货书肆也”②。 从信可知， 刘恭冕赠给程秉

钊的 《论语正义》 已寄往金陵书局。 程氏修书致谢， 并云可先从赵之谦 （ 叔） 处借阅， 告知

刘寿曾不必从信局邮寄。 显然， 邹汉勋、 戴望的书均列入了江西书局的刊刻计划， 却 “以惜费

停刊”。 这类情形在当时大概不一而足。
刘恭冕提到了 《论语正义》 的刻印办法和资金来源： “陈卓人先生 《公羊疏》 已成不刻， 令

人闷绝。 昨与一友人言之， 可以助刻， 然必从自家忙起， 先刻一二卷， 再去找人。 如 《论语疏》
之得刻成， 即此出也。”③ 可见， 刊行 《论语正义》 的办法是自己 “先刻一二卷， 再去找人”，
由朋友或书商资助刻成。 他认为此法行之有效， 陈立的 《公羊疏》 也可仿行。 然而， 这种办法

并不简单易行。
校书者学有专长， 但无科举功名， 不在品官之列， 其地位、 薪水不及县令和教谕。 金陵书局

的校书者月薪仅 ２０ 多两纹银。④ 张文虎的资历、 学识在书局名列前茅， 却于同治六年底感慨：
“衰年远客， 为贫所使， 往返千里， 音问都难。 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 决计归峪， 亦不恋此非幕

非官之一席矣。”⑤ 校书者待遇不及幕宾， 甚至不如设馆授徒， 而且薪水并非固定。 按例， 书局

提调在农历元霄节后宴请校书学者。 马新贻任总督后， 负责局事的提调周学浚去职， 江宁知府涂

宗瀛接任。 涂氏学宗宋儒， 与书局学者本非同道。 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涂氏宴请， 仅张文虎、 唐

仁寿、 刘寿曾到场， 戴望 “患病”， 刘恭冕等几人 “俱假不归”。 而 “局中刊书计字算帐， 向由

提调批发， 至江宁府署领钱， 去年夏工头李姓以已算之卷濛领， 冒支至三百余千”。 因此， 张文

虎向涂氏建议， 以后 “刻局收照以钤记为凭， 设立号簿骑缝存根， 满月缴销勘验”⑥。 校书者的

薪酬大致可养家糊口， 却无力刊刻篇幅较多的著述。 《船山遗书》 ３２０ 余卷， 据说耗白银数万两

（其中曾国藩捐廉俸三万两， 曾国荃捐八千两）⑦。 《论语正义》 ２４ 卷， 估计费用也得千两左右。
以刘恭冕的家境和地位， 先刻部分书稿并不容易。

自己刻成一二卷之后， 找人助刊更难。 清中期， 图书销售不易。 乾隆进士、 擅长诗辞和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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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俞樾： 《致马新贻》， 《俞樾函札辑证》 （上），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１４—２１５ 页。
程秉钊： 《程秉钊致刘寿曾》，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１０３１—１０３４ 页。
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五通），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８１２ 页。
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十一月 《复钱振伦》 云： “令弟之事， 鄙意久定， 因托者颇多， 故月初始行定局。 书局月

俸虽仅二十四金， 而职事较简， 与令弟不愿远出不耐过劳之指相符。” 见 《曾国藩全集 （修订版）》 （书信

之九）， 第 ３０ 册，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４８８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六年十一月一日）， 第 １１１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 第 １６９ 页。
编辑 《船山遗书》 的欧阳兆熊说： 该书在咸丰四年毁于火后， “友人赵惠甫刺史言于沅圃宫保， 遂付八千金

嘱予重刊， 自百五十卷增益至三百卷” （欧阳兆熊： 《书王船山先生轶事》， 《水窗春呓》 卷上，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第 ８ 页）。 又， 朱孔彰有诗云： “劫历红羊失五车， 浓香班马选梨初。 欲将节义风天下， 先刻船山

百卷书。” 注云： “公 （曾国藩） 捐廉俸三万金， 设书局， 重刊经史。 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 刻 《王
船山遗书》。” 见朱孔彰 《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 光绪十三年初刊、 １９３５ 年朱师辙补刊本， 第 ４１ 页。



的李调元曾编印 《函海》 丛书， 收录历代及自撰经史、 文学作品 ３０ 种， 托王芑孙销售， 却无人

问津。 王芑孙致信云： “前吾兄所留 《函海》 一部， 以价稍贵， 无人销售， 今留弟处矣。 外附区

区十六金， 以当书价可也， 以为故人春驿梅花之寄可也。 伏唯莞纳。”① 刘文淇曾购得 《资治通

鉴》， 觉得 “颇可观览”， “其价银十六两”②。 金陵书局刊刻的 《史记》、 《汉书》 等， 售价为几

元到十几元不等。 张文虎在同治七年记云： 刘逢禄的 《刘礼部集》， 以前在京城琉璃厂仅售五百

文， “今从京中寄买来， 价银二两， 悬殊数倍， 盖近日京钱十千兑银一两也”③。 绩溪胡氏以礼学

传家， 胡培翚的 《仪礼正义》 ４０ 卷久负盛名。 光绪初年， 胡培系曾致信刘寿曾， 请代留意销售

该书： “前岁印有 《仪礼正义》 寄售 （每部四洋。 此书现存军需局周质庵舍亲处）， 以为重刻

《文钞》 之资， 贵交游中如有需此者， 并乞留意是荷。”④ 以胡氏的学术声誉， 《仪礼正义》 仅售

四元， 却销路不畅。 一般学术图书印数有限， 难以获利。 道咸年间， 邓显鹤编纂图书颇有时誉，
其 《资江耆旧集》 仅 “印得百五十部”⑤。 刊印尚无影响的学术著作显然更难。 《论语正义》 非

士人必读之书， 且时人褒贬不一。 该书即使印行， 售价当在十元以下， 印数也不多， 自然无利可

图。 正是在此困局中， 《论语正义》 的刊行久拖不定。
同治末年， 刘恭冕赴武昌经心书院授徒， 其后还担任湖北志局的编辑， 主持修撰了 《沔阳

州志》、 《黄州府志》、 《汉阳府志》、 《黄冈县志》。 正如章学诚等失意士人一样， 修志是增加收

入的机会。 刘恭冕在鄂致信刘寿曾， 告知王芾卿分纂 “湖北通志” 的 “晷度舆图、 沿革图、 关

榷三门， 大约可得五、 六百金而已”⑥。 刘恭冕的修志薪酬当与王氏不相上下。 在那里， 刘恭冕

还想利用湖北官书局的关系， 设法为朋友寻找刊书机会。 他致信刘寿曾： “仲虞先生 《周易》，
粮道张鹿仙先生 （书局副办） 已经允刻， 为胡月樵先生 （书局正办） 所阻， 不知何故？ 湖南友

人张君升香 （名维馨， 亦在书局）， 言其同乡治汉学者甚多， 此书必可集资刻之， 姑缓须臾， 即

知其行止， 如更无望， 即寄还。”⑦ 胡月樵即主持湖北崇文书局的胡凤丹。 至于此公主张， 刘恭

冕后来信札云： “此间书局总办胡公， 喜刻坊间通行之书， 易于销售， 凡通儒著述， 皆不欲刻，
其性然也。”⑧ 因此， 刘恭冕帮助朋友刊刻著作的努力无果而终。

刘恭冕的另一信札也说明， 《论语正义》 不是由官书局， 而是由私人刻印。 他告知刘寿曾：
“又卓翁 《公羊疏》， 弟曾与王芾卿 （颂蔚） 庶常言之， 芾翁现馆总署， 言中丞可函致左相或苏

抚， 可由官局代刻， 此皆极难得机会， 不可错过。 可函告之子绶， 能携稿来楚一走否？ 万一有成

（潘先生 《论语集笺》 即是官局代刻）， 岂非吾党中争一大体面， 而子绶孝思亦见用慰。 书至此，
真乃欢喜无量矣！”⑨ “潘先生 《论语集笺》” 即潘维城的 《论语古注集笺》，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江苏书局初版。 此时， 《论语正义》 已经刊行， 却不如官局刊行 “体面”， 故他以潘维城为例，
推动陈立的遗著出版。 陈立的 《公羊义疏》 后来收入到 《皇清经解续编》 才刊行。

总之， 《论语正义》 的刊印过程大致是， 刘恭冕在江苏做了部分刻版， 同治末年带至武昌。
他得到刻书资助后， 或许还有自己修志的部分薪酬， 最后由私人或书商刻完。 刘文兴说， “ 《正
义》 一书， 同志尤争购之。 原板为先生携归， （范） 华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赠者， 畀之梓民， 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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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芑孙： 《王芑孙致李鼎元》，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上）， 第 ３５０ 页。
刘文淇： 《刘文淇致丁晏》，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中）， 第 ５８２—５８３ 页。
张文虎： 《张文虎日记》 （同治七年八月十六日）， 第 １５１ 页。
胡培系： 《胡培系致刘寿曾》，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７７４ 页。
邓显鹤： 《邓显鹤致黄本骥》，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中）， 第 ４８６ 页。
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六通），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８１５ 页。
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二通），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８０４ 页。
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四通），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８１０ 页。
刘恭冕： 《刘恭冕致刘寿曾》 （第三通），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 （修订本）》 （下）， 第 ８０８—８０９ 页。



其传焉”①。 黄冈范氏重刻本， 不是使用原板。 但原板曾经留在武昌， 不然何来刘恭冕 “先生携

归” 之说？ 因 《论语正义》 在鄂刻印成书， 刘恭冕才托回江苏的亲友带回 １２ 部， 请刘寿曾代

售、 代赠。 《论语正义》 不是由官书局， 而是由私人刊印， 不署出版者也就理所当然了。 《论语

正义》 印行后， 受到读者欢迎， 故有黄冈范氏重刻本及其他版本。
光绪五年， ５６ 岁的刘恭冕中乡试举人， 再无入仕机会。 晚年主讲席， “诱掖后进， 惟恐不

及， 凡与游者， 虚往实归， 莫不欢洽”②。 又拟撰 《古文通假释》， 未成书。 光绪九年六月， 因

中风卒于家。

五、 士人著述面面观

道光进士、 曾署镇江知府的许梿云： “刻书有三乐： 终年雠校， 孜孜不倦， 可以收束身心，
一乐也； 嫏嬛秘籍， 传之人间， 有裨来学， 二乐也； 日积月累， 版片既多， 子孙得以坐享羡余，
较诸良田， 尤无歉缺， 三乐也。”③ 士人以刻书为乐， 但享此境界恐非易事。 他们入仕、 授徒或

游幕之余， 沉潜于考经证史， 许多学术专著经过作者数十年、 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得完稿。 刘氏

学者注重学术， 而著述几乎均未在生前刊行， 《论语正义》 也是几经曲折才得刊版。 总的来看，
清代士人学求实证， 著书不易， 出书也无利可图， 可谓 “著书难为稻粱谋”。

清代中下层学者的处境大多如此。 惠氏弟子江声享誉学界， 嘉庆初年举孝廉方正， 赐六品顶

戴， 但生活贫寒。 官宦学者孙星衍曾寄银数十两接济， 江声谢云： “接奉手函及 《明堂考》， 且

奉厚惠十金， 窃念阁下爱我， 谢非笔所能馨也。 计阁下贶我， 于今四次矣。 去年曾致书阁下勿复

见赐， 不至伤惠， 俾声亦不至伤廉。 譬犹处涸辙之中， 蒙被雨泽， 焉能不承受， 然心实歉仄， 感

愧交并也……自计昔为刻书受钱颇多， 方患实不副名， 前此既不可追， 后此宜深自厉， 见利辄

取， 毋乃累乎？”④ 江声的刻书、 生活处境在信中已有清晰体现。 又如， 乾隆十九年进士周春，
官广西岑溪知县， 博学好古， 精于音韵学， 著述多种。 他致朋友信云： “拙著 《杜诗双叠谱》，
秦小岘观察为作序， 现同抱经先生序一并付梓……弟 《十三经音略》 等书无力开雕， 终归覆酱。
意欲将与钱文敏公、 抱经先生论音韵书两通附刻 《杜谱》 后， 庶留一生韵学之苦心耳。”⑤ 乾嘉

年间， 汉学如日中天， 江声、 周春等闻名士林， 其著述尚且如此， 何况许多默默无闻者！
经史著作如此， 文学作品也未必乐观。 道光年间， 邓显鹤所编 《资江耆旧集》 是在两江总

督陶澍的支持下才得以刊版。 故邓氏云： “昔裕之辑 《中州集》， 历二十寒暑， 仅成卷帙， 无力

刊行， 后得赵提学国宝资藉始锓木。 时以谓非裕之搜访百至， 则无以启词人将坠之业； 非赵侯好

古博雅， 则无以慰士子愿见之心。 盖成书之难如此。 今是集定议初及竣事之后， 皆尚书始终主

之。 余不敏， 特效钞胥之役云。”⑥ 该集虽得刊行， 而印数仅 １５０ 部。
考经证史耗费心力， 出版又不易， 许多汉学家实际上一生贫病交加， 默默无闻。 如与刘恭冕

相类似的张星鉴， 字伟余， 与戴望、 陈倬等师从陈奂， 屡应秋闱不中， 以诸生终。 张氏以游幕为

生， 历皖鄂豫等省， 与咸同年间校书者多有交往， 曾撰 《国朝经学名儒记》 一卷， 专记汉学家

的里居、 仕宦及撰述之目， 比江藩的 《国朝汉学师承记》 收录人物更多而较简略。 是书得河南

学政之助刊行， 其余则难以面世。 同治年间， 张星鉴曾去金陵书局拜访戴望、 刘恭冕， 于治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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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颇有同感。 自记云： “时局中刻诸史， 任校雠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 宝应刘君叔甫， 各以

文章、 学术雄视一时。 子高好读毗陵庄侍郎、 刘礼部书， 为先汉今文家学。 叔甫系端临先生从

孙， 考证经史， 能不坠其家法。 与之言论， 慨异学之鼓簧， 叹经生之不遇。”① 陈倬云： 张星鉴

“学守师承， 说经一以汉儒为法”。 “晚年学益邃， 未尝一日稍得志”。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倦游

返吴， 老而贫， 贫而病， 里居困瘁……有子先卒， 身后萧然， 家徒壁立。 亲友为营丧葬事既毕，
其戚朱砚生给谏……搜访遗文， 将以付梓， 得 《仰萧楼手稿》 二卷”②。 清代汉学兴盛， 晚清犹

有遗风。 但对朝廷来说， 经学的重要性显然不如汉代， 其价值始终体现在工具层面。 故有清一

代， 经师有不遇之叹者绝非少数。 刘恭冕虽于逝世前得中举人， 却没有入仕， 一生境遇并不比戴

望、 张星鉴优裕多少。 这当是清代中下层士人的普遍情形。

六、 结语

综上所述， 《论语正义》 虽为清代经学名著， 而刊刻面世却颇费周折。 其延期梓行不仅是为

了修饰、 精校， 而且因受刊书条件的限制。 这种曲折与清代一般学者的生活状况是完全吻合的。
清代汉学家的不少著作都是历经几代人才得以完成、 刊行的。 尽管如此， 许多人仍沉潜于考经证

史， 不计功利， 锲而不舍。 清代学者著述之勤奋， 实证学风之浓厚， 诚为史所罕见。 《皇清经

解》 及 《续编》 收刊者还只是清人著述的小部分， 数量更多的史学、 诸子学著述和个人文集，
多没有在作者生前刊行， 也难为世人注意。

进而言之， 清代士人尽管不乏趋炎附势、 贪图利禄之徒， 而大量学者却受儒学浸染， 酷嗜传

统典籍， 以学术收获为根本目的。 研经考史既是其职业需要， 又是其精神生活的必备内容。 在高

压政治下， 他们确实畏闻文字狱， 而著书为稻粱谋者则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均非主流。 笔者以为，
撇开某些外在环境不说， 正是士人置重学术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汉学的辉煌， 而其丰富蕴涵还

有待于今人进一步认识、 阐释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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